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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 抗争表演与消费者维权行动的新图景

———基于“斗牛行动”的个案分析
黄　 杰

【摘要】近年来，互联网抗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从抗争政治理论特
别是抗争表演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的互联网抗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剖析
“斗牛行动”的典型案例，文章发现微博等新媒体在中国确实已成为最有效的虚
拟组织资源和抗争动员结构之一，并证明了以互联网为舞台的抗争表演活动特
别是适时的抗争剧目创新对于抗争动员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抗争对手蒙牛公
司使用了合法性确认、竞争和压制等多重遣散机制，“斗牛行动”最终以失败告
终。最后概括了当前中国互联网抗争的若干特点和发展趋势，认为有必要开展
相关拓展性研究，以进一步深化对互联网抗争的机遇与限制等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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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古至今，大众传媒与革命、抗争或社会运动的关系就非常密切。查尔
斯·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指出，“自１８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
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２０世纪传播媒介的变革与
扩展，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展示” （蒂利，２００９：１１６ － １１７），
“很清楚的，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工具可能正在改变着抗争政治的本质”（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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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杰，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后。本文的早前版本曾在２０１４
年６月８日中山大学召开的“中国治理：难题、挑战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公开
宣读，感谢陈那波等学者和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１３ＣＺＺ０３２）、中国博士后基金第５４批面上资
助项目（２０１３Ｍ５４２３３２）、西安交通大学“新教师科研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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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罗，２０１０：２８）。安德鲁·查德威克（Ａｎｄｒｅｗ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认为，“互联网把此
前相互隔绝的政治支持网络联系到了一起，……这种网络促成的动员形式已经
重构了政治行动”（查德威克，２０１０：１８９ － １９０）。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大众传媒
特别是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就更密切和复杂化了———这
在东欧、中东和北非等地爆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如“颜色革命” “阿拉伯之
春”）（Ｍｏｏｒｅ，２０１１；Ｌｙｎｃｈ，２０１１；Ｍｅｒａｚ ＆ Ｐａｐａｃｈａｒｉｓｓｉ，２０１３；Ｈｏｗａｒｄ ＆ Ｈｕｓｓａｉｎ，
２０１３）、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洪伟喜，２０１１）和中国香港“占中”事件（闵大
洪、刘瑞生，２０１５）中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ＩＣＴ）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中国正在发生
一场影响深远的新媒体革命。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６ ４９亿，互
联网普及率为４７ ９％。有５４ ５％的网民对互联网上信息表示信任；５３ １％的网
民认为自身比较或非常依赖互联网。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心从“广泛”向“深
入”转换，各项网络应用深刻改变网民生活（ＣＮＮＩＣ，２０１４，２０１５）———这表
明互联网社会在中国已经崛起并开始走向成熟。从更广阔的背景看，处于转型
关键期的中国是一个大分化、高风险和不稳定的社会，高发频发的群体性事件
备受各界人士的关注（Ｐｅｒｒｙ ＆ Ｓｅｌｄｅｎ，２０１０；应星，２０１２）。在分析群体性事件
的动因时发现，互联网在许多事件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时还扮演着
关键性角色。裴宜理（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 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６）曾指出，“在许多年里，我一
直主张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的最好的实验室。……岁月变迁，抗争性
政治在中国也在不同的地点找到了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确实，抗争性政治在
当前中国找到了一个新的“不同的地点”———互联网，互联网抗争呈现出了一
幅同线下抗争有着很大差异的新图景。一些学者（陈柏奇、洪敬富，２０１２；于
建嵘，２０１３）甚至指出，互联网抗争在某种程度上已改变了中国信息传播和利
益表达的方式，并深刻影响着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的方向。

由此我们认为，当前应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中国的互联网抗争问题，如下
的一些问题就亟待给出明确的答案或是更好的解释：同线下的抗争相比较，线
上的抗争即互联网抗争的鲜明特点何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抗争依靠互联网
进行动员，为什么仅有少数动员成功了？即便一些动员成功了，但为何难以实
现预期目的、甚至在维系一段时间后行动又失败了？互联网抗争对于中国的社
会转型和国家治理会产生哪些影响？等等。

从上述背景和问题出发，本文尝试深入研究中国的互联网抗争问题，主要
聚焦于将互联网作为抗争表演新舞台的一类抗争行动，其核心观点是：一方面，
通过援引和发展西方抗争政治特别是蒂利等人的抗争表演理论，在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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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牛行动”这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证明互联网在当前中国确实已成为最有效
的虚拟组织资源、抗争动员结构和框架化工具之一；同时证明以互联网为舞台
的抗争表演、特别是抗争剧目的类型多样和适时创新对于抗争动员具有关键性
意义。另一方面，深入分析了中国互联网抗争中的遣散即抗争控制的问题，认
为国内亟待加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除引言外，本文包括如下的五个部分：首
先，关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文献述评；其次，提出分析框架、说明案例选择
理由和研究方法；再次，从抗争表演角度分析“斗牛行动”的动员机制与过程；
第四，解释“斗牛行动”为何最终会被对手遣散；最后，对中国互联网抗争的
特点与趋势等进行开放性的探讨。

二、互联网与抗争行动：文献述评

（一）关于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研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互联网在各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互联
网对民主化、公民社会、公民参与、政治动员、国家—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的
影响（Ｔａｉ，２００６；Ｃｈａｄｗｉｃｋ ＆ Ｈｏｗａｒｄ，２００９；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１；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２００９；
娄成武、刘力锐，２０１０；杨国斌，２０１３；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８；臧雷振等，２０１３），电子民
主、电子动员、电子竞选和电子政务等“互联网的政治应用” （查德威克，２０１０）
以及新媒介（或互联网）赋权（师曾志、胡泳，２０１４；Ｒｄ ＆ Ｗｅｉｄｍａｎｎ，２０１５）等
成为了海内外学术研究中的热点。而新媒体（或社交媒体、社会化媒体）与抗
争政治、社会运动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对后者的影响（Ｅａｒｌ ＆ Ｋｉｍｐｏｒｔ，２０１１；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２０１２；Ｂｅｎｎｅｔｔ ＆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２０１２；Ｔｒｅｍａｙｎｅ，２０１４）更是热点中的
热点。

基于麦克亚当（Ｄｏｕｇ ＭｃＡｄａｍ）等人的社会运动研究框架（ＭｃＡｄａｍ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６），格兰特（Ｒ． Ｋｅｌｌｙ Ｇａｒｒｅｔｔ）将互联网对抗争行动的影响划分为互联网作
为动员结构、政治机会和框架化工具等三种类型（Ｇ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０６）。类似地，任
孟山（２０１１）归纳出了一个“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分析框架”———包括政治机
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等三方面内容，分别对应着政治过程论、资源动
员论和框架构建论等三种在当前互联网抗争研究中运用日益广泛的主流理论
（参见表１）。然而，由于“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具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情景假
设”（苗伟山，２０１４：５１），它们在解释中国互联网抗争时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
适用性问题。确实，现有大部分研究“侧重将已有的理论运用到对网络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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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 （杨国斌，２０１３：８），但缺乏将“已有理论”同中国互联网抗争的
“制度”① 和“文化”② 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因此，基于中国的社会政
治情境去全面审视西方主流理论，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揭示出中国互联网抗
争的逻辑和特色等。

表１　 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分析框架表
分析框架 具体内容 对应理论中国情境下的互联网与抗争行动
政治机
会结构

社会运动的环境条件，独立的权力中
心，政权开放性，开放新的政治参与
通道，精英联盟分裂，政治盟友出现，
国家压制（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力减弱等

政治
过程论

线下的渠道不畅且受到严格
控制，互联网打开了抗争的
机会之门

动员结构 社会
结构

正式的：社会运动组织、教
会等
非正式的：友谊网络、激进
分子网络等

资源
动员论

互联网被视为抗争行动的
动员结构，最有效的虚拟
组织资源之一

具体抗
争性剧目

各种集体行动和抗议的形
式：静坐、请愿、游行示
威、举行公众集会、撰写新
闻稿、发行小册子等

互联网成为抗争表演的新
舞台，在此可以上演多种
抗争剧目

框架过程传播社会运动对抗性的语言和叙事，
挑战主流叙事话语，构建认同，去污
名化等

框架建构论互联网是重要的框架化工
具，有利于动员参与

资料来源：“分析框架”和“具体内容”来源于任孟山（２０１１），右边两列为笔者新增加。

例如，根据政治过程论的观点，抗争行动通常是在政治机会比较开放和有
利的情况下发生的（ＭｃＡｄａｍ，１９８２），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威权国家对线
下的民众参与特别是那些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抗争行动进行严格控制（Ｃａｉ，
２００８），这反而使得互联网抗争迅速兴起和发展壮大，即互联网打开了抗争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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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或者说威权体制、新权威主义的制度环境，不仅规定
着抗争行动的组织化程度和具体形态，而且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抗争策略（如具体抗争剧目的
选择和使用）。

“抗争总是带有文化属性。它包括抗争表演”，“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抗争相比，网络行
动更多地贯穿着文化的形式。它通过制造和传播符号、图像、话语和声音来动员集体行动，
这一过程以文化习俗的创新和使用为特征”（杨国斌，２０１３：７３、１５）。这表明，研究互联网
抗争应高度关注抗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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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之门。又如，根据资源动员论的观点，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运动）组
织对资源的运用和关系网络等会对社会运动的形成、发展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 Ｚａｌｄ，１９７７），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正式或非正式的运动组织
力量非常孱弱，线下的抗争总体上处于一种“草根动员” （应星，２００７）的弱
组织状态；线上的抗争日益依赖于被称为“组织的替代物”（管兵，２０１２：１３２）
的互联网等新媒体，即依靠“虚拟组织”（曾繁旭等，２０１３）进行抗争动员成
为了一种新常态。

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情境下的互联网及其在抗争行动中的角
色进行明确界定：其一，互联网等新媒体是民众维权抗争的一种新式武器———
最有效的虚拟组织资源、抗争动员结构和框架化工具之一（参见表１最右一列
内容），它可以促进网民乃至于社会成员在某些议题或事件上产生情感共鸣、认
同构建甚至是群体性抗争行动。其二，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制度环境中，
互联网抗争已经成为了一种规避威权体制压制线下抗争风险的有效行动策略。
这就为本文解释框架的提出和更深入的讨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关于抗争表演／剧目与抗争动员的研究

动员（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抗争政治中最为重要的过程” （蒂利、塔罗，２０１０：
１１０）。一场抗争能否发生，除政治机会结构或框架建构之外，另一个至关重要
的因素就是动员结构———“能够使个人组织起来参与集体行动的机制，主要包
括社会组织和具体的抗争剧目” （任孟山，２０１１：９７）。在网络社会崛起之后，
国外一些学者将互联网视为抗争行动的动员结构（黄荣贵，２０１０），他们从
“信息流”（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ｄｓ，２００４）、“社会资本”（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和“公
共舆论”（Ｓｈａ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等角度研究了互联网的动员作用。近年来，国内
一些学者从动员手段／中介（黄荣贵、桂勇，２００９；汪建华，２０１１）、情感动员
（杨国斌，２００９；郭小安，２０１３）、共意运动／动员（高恩新，２００９；易前良、
孙淑萍，２０１３）、媒介化或媒介动员（董海军，２００８；吕德文，２０１２）、网络意
见领袖（丁汉青、李华，２０１０；曾繁旭、黄广生，２０１２）、运动企业家（曾繁
旭等，２０１３）及媒介化抗争（郑雯，２０１５）等概念或角度解释了互联网在抗争
动员中的作用等。虽然这些文献有效加深了我们对互联网抗争动员问题的理解，
但它们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未能全面客观地评价互联网在抗争动员中的角色，
在某种程度上“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忽视具体社会情境、行动者的策
略性行动”（曾繁旭等，２０１３：１７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局限性是关于
抗争表演／剧目与抗争动员关系的：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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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表明，各种形式的抗争表演活动（如街头或网上的行为艺术）在
抗争行动中至关重要（Ｔｉｌｌｙ，１９７８，２００８；黄振辉，２０１１；王金红、黄振辉，
２０１２；杨国斌，２０１３；魏伟，２０１４）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蒂利和塔罗
（２０１０：１９）曾明确指出，“所有形式的抗争都有赖于表演”。近年来许多互联网
抗争的发生甚至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抗争者对互联网的灵活使用策略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２００７；Ｖａｎ Ｌａｅｒ ＆ Ｖａｎ Ａｅｌｓｔ，２０１０；曾繁旭等，２０１４）。然而，现
有研究更多关注了线下而非线上的抗争表演与抗争剧目；更严重的是“忽视了
互联网时代抗争策略和手法（Ｔａｃ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ｓ①）的创新及其对抗争动员
的作用”（黄荣贵，２０１０：１８６），即未能厘清抗争表演特别是抗争剧目的类型多
样与适时创新对于互联网抗争动员的特殊重要性。因此，本文将通过剖析典型
案例来阐述“特殊重要性”的体现，重点在于全面深入地揭示出抗争剧目创新
对互联网抗争动员的意义以及中国互联网抗争在“文化”方面的特色等。

（三）关于国家回应与抗争控制／遣散的研究

遣散（Ｄｅ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② 是“追问有关那些正在提出要求的人们又是如何中
止其行动的” （蒂利、塔罗，２０１０：４５），它同国家对抗争／社会运动的压制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ｉｌｌｙ，１９７８）、抗争警治／抗议管制③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ｄｅｌｌａ
Ｐｏｒｔａ ＆ Ｒｅｉｔｅｒ，１９９８）等概念的涵义很接近。抗议管制是“国家回应抗议活动
的一个特殊方面”，抗议者往往将之称为“压制”，国家则将之称为“法律和秩
序”（德拉波尔塔，２０１２：６５ － ６６）。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抗议管制／遣散是“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末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兴起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 （冯仕政，２０１３：
２００），国家如何控制／塑造抗争（ｄｅｌｌａ Ｐｏｒｔａ ＆ Ｒｅｉｔｅｒ，１９９８；黄冬娅，２０１１）、
抗争（动员）与国家（遣散）的关系即“抗争互动”（蒂利、塔罗，２０１０）等
成为了研究热点。一些学者将国家回应抗争的策略归纳为让步、容忍／包容、收
编／吸纳、镇压／压制、让步与压制并举等（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２００９；Ｆｒａｎｔｚ ＆ Ｋｅｎｄａｌ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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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目前，国内关于“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ｓ”一词有剧目（形式）、常备剧目、行动剧目、集体行
动形式库、抗争（抗议）手法和戏码等译法。本文从抗争表演的视角进行研究，因而更多地
使用“剧目”的译法。

Ｄｅ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包含动员消解、抗争去组织化等意思，由于“遣散”的译法在学界已
得到一定的认可，本文沿用这一翻译。

一般认为，社会运动中的国家压制研究涉及怎么压制、为什么压制和压制后果如何
等三方面问题；社会运动警治是国家压制研究中最热门的分支领域之一，主要兴趣是分析与
抗争相关的警察行为随着时间、场合、对象和体制等因素而发生的变异，以及这些变异的原
因和后果（冯仕政，２０１３：１９７ －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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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１４），并认为抗争的议题、性质和策略及体制特定因素都会对国家的
回应策略产生重要影响（刘春荣，２０１２：２０ － ２２）。蒂利和塔罗（２０１０：１２１）
则将“导致遣散的诸多机制与过程”概括为竞争、背叛、幻灭、压制和制度化
等，并认为上述的机制“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导致了遣散”。

显然，线下的抗争中存在抗议管制／遣散的问题，线上的抗争中同样存
在———由于互联网抗争动员的虚拟组织化，国家的回应策略也进行了适应性调
整，如不再采用警察压制等传统方式，而是对抗争信息的传播渠道和内容等进
行选择性控制。加里·金（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等人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的互联网
审查允许批评政府的声音存在但却禁止群体性动员，其后果是对互联网信息传
播与抗争动员形成了某种控制（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杨国斌（Ｙａｎｇ，２０１４）指
出，面临政党—国家软硬兼施的控制策略，中国的互联网抗争在适应控制的过
程中持续发展。此外，关于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李永刚，２００９）、政府对互联网
的管制（胡泳，２０１０）、微博审查与实名制（Ｆｕ，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网络空间的
“运动式治理”（曹龙虎，２０１３）等研究，以及官方开展的打击网络谣言和净化
网络环境的“净网行动”（人民网，２０１４）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国家对
互联网的监管、治理或控制等问题。

上述文献对于理解国家回应抗争和中国互联网抗争控制等问题颇有帮助，
但至少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方面，虽然抗争控制／遣散的问题在线下和线上普遍
存在，但现有研究尚未有效揭示出国家等主体在回应这两种抗争时的策略究竟
有何异同。另一方面，在抗议管制／遣散研究中，抗争控制主体绝大部分是国家
（政府），而忽视了对非国家力量作为控制主体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这其中的
缘由是：近年来，由于在界定“压制（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的概念上存在争议，一些
学者如珍妮弗·厄尔（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Ｅａｒｌ）明确主张放弃“压制”而采用“抗争控
制”（Ｐｒｏｔ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个“抗争控制”① 的分析框架（Ｅａｒｌ，
２００６）。虽然该框架并不完备，但它的一个理论贡献———“认识到组织意义上的
非国家力量也可以作为抗争控制的主体之一，摆脱了抗争控制完全由国家实施
的传统和观念”（冯仕政，２０１３：１９９）———却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完全可
将企业等非国家力量纳入抗争控制的研究中。因此，本文后面就将案例中的蒙
牛视为抗争控制主体，并重点分析它是如何遣散“斗牛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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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抗争控制／抗议管制与遣散在内容和范围等多方面的一致性，后文中将不加区分
地使用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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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框架、案例选择和研究方法

（一）分析框架及其内容

基于上面文献述评的内容、特别是借鉴表１中三种理论的某些观点和方法，
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互联网抗争行动的综合分析框架（参见图１）① ———其
重点和特色是将抗争动员与抗争控制／遣散这一对核心概念整合在一起。运用该
框架可以对近年来发生的许多互联网抗争行动（本文选取的是“斗牛行动”，理
由在后面详述）兴起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以及为何会失败等问题进行解释。下面
从两个方面来阐述该分析框架的核心内容：

图１　 互联网抗争行动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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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在莫里斯（Ａｌｄｏｎ Ｄ Ｍｏｒｒｉｓ）等人（２００２）的观点基础上指出：“社会运动和
集体行为领域的理论视角，经历了从古典理论（以古典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为主），到主流理
论（资源动员取向），再到新的综合（社会构建论）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因此，现阶段研究
者往往更愿意使用一个更为全面和更有解释力的综合理论框架，来阐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
之产生、发展和维持的种种机制。”可参见文献（刘能，２００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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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运用社会运动的概念和理论去解释“斗牛行动”的动员机制与过
程，其关键点在于揭示出抗争者如何通过抗争表演实现相对有效的抗争动员的。
在具体分析时，我们从蒂利等人的抗争表演理论（Ｔｉｌｌｙ，１９７８，２００８；蒂利、
塔罗，２０１０；蒂利，２０１２）出发，将依靠微博等新媒体进行动员的消费者维权
行动视为一场在线的或线上线下互动的抗争表演的总和。首先，当前中国的经
济社会大转型、互联网社会的崛起和民众维权能力的提高等为互联网抗争的兴
起和抗争表演的开展创设了“大舞台”；其次，迅速普及的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为
抗争表演提供了具体场景即“小舞台”：其中，舞台上的表演者即演员是抗争行
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表演的组织者是导演（有时候和主演、编剧是同一人），
普通网民（许多是所谓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是围观表演的观众。第三，为
了进行有效的抗争动员，表演者特别是主演（即核心行动者）需要在小舞台上
连续表演多场“拿手好戏”（以抵制蒙牛产品和保障食品安全为核心议题），并
适时地进行抗争剧目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参与者和围观者的情绪感染、
认同构建以至于最终形成一场线上或线上线下的抗争行动。

另一方面，运用国家回应抗争的概念和理论去解释“斗牛行动”中的抗争
控制主体即蒙牛是如何回应抗争行动者的，其关键点是揭示出抗争控制的策略
即遣散的机制，也就是解释为什么这场维权行动在持续了半年之后以失败结局
告终？一场抗争行动是否能够实现其目标，不仅同抗争动员的策略／机制直接相
关，而且在很多时候还会受到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蒂利和塔罗（２０１０：１２０）
曾指出：“大多数的动员过程最终都会使其本身逆转。如何使其逆转，则取决于
动员的初始条件、精英阶层以及政府当局在对挑战者的要求做出回应时所选取
的策略。”由此可以认为，“斗牛行动”未能有效实现抵制蒙牛的目标，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遭遇到了抗争对手即抗争控制主体的强势回应即遣散的行为。

因此，本文分析框架将同时重点关注动员与遣散的问题，并从这两个维度
解释“斗牛行动”前期相对成功和后期失败并存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去反思中
国互联网抗争的机遇与限制，这样就能更全面深入地把握互联网抗争在中国的
实践特色和政治逻辑等问题。

（二）案例选择及其理由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持续深化，中国公民的民主、法治和权利意识日
益增强，维权已成为许多公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特别是底层民众权利意识
的觉醒和维权热情的高涨，使中国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及其冲突的激烈性日渐彰
显，引发了运动模式下的一次次维权事件”（苗连营、李永超，２００９：１３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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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件主要体现在拆迁征地上访、业主维权、劳资纠纷、环境抗争和消费者维
权等领域中，其快速发展无疑是中国社会力量自主性成长和“公民运动”（施芸
卿，２０１３）勃兴的重要体现。本文将重点研究消费者维权行动，更明确地说是
研究一场基于互联网的消费者维权抗争行动，做出上述选择的理由在于：

一是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本文研究对象并非上访等常见的、相对传统的维
权行动，而是近年来快速兴起的、同“消费公民权” （林晓珊，２０１２）紧密相
关的消费者维权行动———本文将其限定在食品安全领域，这是因为：一方面，
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媒体上引发了严重争议，政府和企业维护信息霸权与民众
反霸权之间的斗争蔚为壮观（Ｙａｎｇ，２０１３）；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
题对中国的社会民生甚至政治稳定构成了新的挑战（Ｙａｎ，２０１２）。在此背景下
研究消费者维权行动，就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把握这类行动的意义、影响和限制，
以及中国的国家、社会（公民）与市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和逻辑。

二是抗争动员结构和表演舞台的特殊性。虽然近年来已有不少关于消费者
维权（行动）的研究成果（Ｂｒｏｂｅｃｋ，１９９７；Ｌｅｅ ＆ Ｃｕｄｅ，２０１２；Ｌａｒｓｅｎ ＆
Ｌａｗｓｏｎ，２０１３；林晓珊，２０１２），但对发生在互联网上特别是依靠社交新媒体如
微博———抗争行动的动员结构和表演舞台———进行动员的消费者维权行动的研究
还是很少的。① 有学者曾指出，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局限于相对传统的互联网平台
（如在线论坛），而随着多媒体平台和社会交往平台的陆续出现，它们对抗争政
治的影响可能不同于以往的互联网平台，因而值得进一步研究（黄荣贵，
２０１０）。由此可以认为，是否依靠互联网、依靠传统在线论坛还是新媒体进行动
员对于消费者维权行动的兴起和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研究这方面
问题，主要聚焦于互联网特别是微博这种社交新媒体在消费者维权行动中的作
用等。

本文将王小山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开展的、以号召民众抵制蒙牛产品为目标
的消费者维权行动统称为“斗牛行动”，它本质上是一场关于食品安全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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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微博的特征以及微博在抗争行动中的角色等方面的文献很丰富，可参见（喻国
明等，２０１１；Ｈａｓｓｉｄ，２０１２；Ｔｏｎｇ ＆ Ｌｅｉ，２０１３；滕彪，２０１３；黄荣贵等，２０１４；Ｐｏｅｌ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等。其中，童燕齐（Ｙａｎｑｉ Ｔｏｎｇ）等人（Ｔｏｎｇ ＆ Ｌｅｉ，２０１３）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体
制面临霸权危机，微博的兴起给建立反霸权的阵地战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学者对中国学术界
关于“微博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定量分析———从研究主题、使用理论、引用文献和研究方法
等层面描述了国内微博研究的现状（杨?、冯强，２０１３）。由上可知，目前国内关于微博在
消费者维权行动中的研究是很少的，这是本文提出“抗争动员结构和表演舞台的特殊性”的
重要依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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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保障的公民微博维权试验。① 该行动的概况如下（华媒网，２０１２；温星，
２０１２；徐达内，２０１２）：

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１年间，中国最大的乳业公司之一、可能也是“中国互联
网上最具争议的企业”———“蒙牛”生产的牛奶六次被曝出问题，每次都
不了了之。仅仅在２０１１年，小学生食用蒙牛牛奶中毒、蒙牛产品被检出黄
曲霉毒素Ｍ１超标等新闻，蒙牛牛奶出问题就不止一次。种种事件使得被称
为“中国著名网友、网络作家、公共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媒体人”的
王小山对蒙牛深恶痛绝。

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蒙牛牛奶被检出黄曲霉毒素Ｍ１超标后，王小山开始
了他的“抵制蒙牛”的计划与宣传，主要通过微博等网络平台掀起一轮轮
的“斗牛行动”。在他的呼吁下，很多微博知名用户如黑楠、左小祖咒、宁
财神、罗永浩、张元等开始呼吁抵制蒙牛，许多互联网站和平面媒体跟进
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
２０１２年５月８日，王小山的新浪微博账号被新浪强制注销，引起微博

一片哗然，具体原因不明，疑与长期反对蒙牛有关，后来其账号被迫解封。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王小山听到有人要“跨省”将他带到内蒙，随即赴香港
躲避。６月７日，王小山在其微博上称即将“逃亡归来”，并撰写了《蒙
牛，你赢了》一文，“我的抵制行动，对蒙牛的影响几乎是零”。蒙牛通过
官方微博回应称，“不会对您作出任何超出法律的行为，在祝福您平安的人
中，蒙牛绝对是真诚的一个”。至此，王小山发起的“斗牛行动”告一
段落。

选择该案例的理由是：首先，这场行动的发起者王小山是著名的网络意见
领袖，其抗争表演的舞台是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概言之，网络意见领袖在微博
等新媒体平台上进行抗争表演、进而实现了有效的抗争动员是这场维权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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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我国的消费者维权实践中，如下两个人物和事件值得关注：①在１９９０年代，王海
通过“知假打假”的尝试走上了专业打假维权之路，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但２０００年
后，王海逐渐从舆论的漩涡中淡出；②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日，罗永浩等人来到北京西门子总部
进行维权，用铁锤砸烂三台有质量问题或设计缺陷的冰箱并递交书面要求，督促西门子公司
立即改正错误做法，并召回有问题的冰箱。同上述人物和事件相比较，本文研究的“斗牛行
动”在两方面更具典型性：一方面，王海维权针对商场中的售假行为，其影响力主要停留在
互联网社会来临前；另一方面，在西门子事件中，虽然罗永浩使用了微博等新媒体进行信息
传播和大众动员，但其维权行动的活动时间很短暂，在线上和线下的影响力也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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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特色，这在其他的一些消费者维权行动中是很少见的，这从媒体人徐达内
（２０１２）的评述中可以得到印证：

蒙牛可能是中国互联网上最具争议的企业。王小山在过去半年间向蒙牛
发起了一场公开挑战，利用自己的网络平台持续汇总传播有关这家乳企的
丑闻。支持者们为这场“死磕”感到振奋，认为这种坚持开创了中国消费
者保护自身权益的新篇章。

其次，这场行动充分展现了线上的抗争表演活动和抗争剧目创新对于抗争
动员的特殊重要性，它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哪些关键因素会影响抗争动员的效果。

最后，虽然这场行动主要发生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但活动后期有了线
下行动，实现了线上线下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招致蒙牛的强势回应，从而对
行动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这就使得我们去高度重视同抗争动员相对应的
抗争控制／遣散问题。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本文将采用机制—过程、虚拟民族志①和文本分析等方法对“斗牛行动”进
行深入剖析，研究资料的获取同上述方法是紧密相关的。首先，我们注意到蒂
利和塔罗（２０１０：３７）曾运用“机制—过程”方法研究了“抗争的动态”：“为
弄明白是什么使其某一特定过程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将我们所熟悉的诸如动员
之类的某一过程分解为构成该过程的诸组成机制。”在后文中，将运用这种方法
对“斗牛行动”的动员机制和过程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以期全面有效地揭示
出这场维权行动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等。

其次，从“斗牛行动”开始到结束（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７月），笔者全
程关注了王小山等人的微博，对涉及这场行动的大量原始微博信息（包括主贴、
转发帖和评论等）进行了及时保存，这样就获得了关键的历史文本（即“第一
手资料”）。同时，近年来已有学者运用虚拟民族志如在线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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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认为，第一本对互联网进行全面民族志研究的著作是丹尼尔·米勒（Ｄａｎｉｅｌ
Ｍｉｌｌｅｒ）和斯莱特（Ｄｏｎ Ｓｌａｔｅｒ） （Ｍｉｌｌｅｒ ＆ Ｓｌａｔｅｒ，２０００）合著的《互联网：一项民族志研究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ｎ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同年，克里斯汀·海因（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Ｍ Ｈｉｎｅ）（Ｈｉｎｅ，
２０００）出版了《虚拟民族志（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对互联网进行民族
志研究的可能及方法论原则。自此，虚拟民族志作为致力于独特地理解互联网的重要性及其
意涵的方法正式被采纳和推广，相关述评参见（卜玉梅，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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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网络参与和互联网抗争问题进行了研究（Ｚｈｏｕ，２００６；曾繁旭等，
２０１３）。在周永明（Ｚｈｏｕ，２００６：１３）看来：

开展同互联网有关的人类学研究最困难的工作是如何收集、保存和分析
资料。……依靠传统的田野笔记帮助不大，因为难以囊括大部分可用的信
息。唯一的选择是对网上论坛做尽可能多的观察并连续不断地下载存档重
要的资料———当然知易行难，困难巨大。

第三，从“斗牛行动”发生以来，笔者持续关注了海内外媒体对这场维权
行动的报道和评论，并收集保存了若干的文本资料，以弥补在线参与式观察等
方法难以获取的一些信息，这样就能更全面深入地揭示出这场行动的过程和意
义等。

四、“斗牛行动”的动员机制与过程

蒂利和塔罗（２０１０：１１４）认为：“抗争事件涉及提出要求者、其盟友及其
对手、政府、媒体以及公众之间所发生的抗争互动；而这些抗争事件之兴起与
衰落，则描绘出一条行动者之间相关的动员与遣散的轨迹。”基于此观点来剖析
“斗牛行动”，需要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为何这场抗争能够实现比较有效的动员？
但为何最终又被对手遣散？本节回答第一个问题：解释行动为何会兴起？下节
回答第二个问题：解释行动为何走向失败？

自２００８年陷入“三聚氰胺事件”以来，蒙牛集团每年的负面新闻接连不断
（参见表２），这些负面新闻的主题很集中———大都是关于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
王小山发起的“斗牛行动”正是在上述的问题背景下发生的。在这场维权行动
中，以新浪微博（ｈｔｔｐ：／ ／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为主的新媒体成为了最重要、最有效的
抗争动员结构与抗争表演舞台。本文认为，“斗牛行动”之所以能够实现比较有
效的动员，其关键就在于意见领袖王小山依靠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开展了一系列
抗争表演活动，并在表演过程中根据需要进行了抗争剧目的创新。“抗争中所有
各方都始终不断地在创新与谈判协商，……此一连续不断的互动使得抗争政治
成为一场动态的戏剧，而不是毫无目的地重演的老剧本”（蒂利、塔罗，２０１０：
２４４）。以此观之，“斗牛行动”就是一场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动态的戏剧”，而
通过剖析这场“动态的戏剧”，我们就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揭示出抗争表演对于抗
争动员的意义。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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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近年来蒙牛被曝光的１０起负面事件
日期 负面事件的内容

２０１２ ０８
蒙牛驻浙江省义乌市的经理王孙富，将即将到期的３０００箱蒙牛纯牛奶的生产日
期往后篡改６个月后销往市场，该经理于２０１３年３月被判刑

２０１２ ０６
西安一学生在网络发帖爆料蒙牛旗下代工企业的脏乱差现象（即“代工门”事
件）。蒙牛回应称，帖子反映问题基本属实，已对责任人做出停职处理

２０１２ ０３
贵州织金县八步镇中心小学约７０名学生在食用蒙牛牛奶和面包后出现呕吐、肚
痛等中毒症状

２０１１ １２ 蒙牛在四川眉山的一批纯牛奶被检出可致癌的黄曲霉素Ｍ１超标１４０％
２０１１ １１ 蒙牛“随变”榛子巧克力雪糕被检测出菌群总数、大肠菌群超标
２０１１ ０４ 陕西榆林鱼河镇中心小学２００多名学生饮用蒙牛纯牛奶后出现中毒症状
２０１０ １０ 蒙牛被指策划“圣元奶粉性早熟”事件和攻击伊利“ＱＱ星儿童奶”产品
２０１０ ０４ 陕西周至县马召镇一小学１８名学生饮用蒙牛核桃奶后出现食品中毒症状
２００９ ０２ 质检总局责令蒙牛禁止向其高端液态奶“特仑苏”中添加ＯＭＰ
２００８ ０９ 蒙牛１２１批次受检产品中有１１批次液态奶检出“三聚氰胺”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如下材料制作而成：（张焕平、高旭，２０１２）、（杨秋波，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７日，王小山通过其新浪微博发布了第一条正式抵制蒙牛的
信息：①

同意的请转，郑重承诺：拒绝蒙牛一切产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不为蒙牛打工，不使用蒙牛产品，告诉别人蒙牛是垃圾企业，不接蒙牛订
单，不接蒙牛广告，不买有蒙牛广告的报纸，不看蒙牛赞助的节目，微博
辩论再不说对方“脑残”，只说“喝蒙牛长大的吧”。 （王小山，ｈｔｔｐ：／ ／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ｈａｎ，０９：３２）

截止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８日，该条微博被网友转发了５４ ２５６次、评论数为
１８ ０７５次，可见该条微博的核心议题———全面抵制蒙牛———的信息传播范围之广
泛。这就凸显了网友甚至是广大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虽然这条微
博的社会反响很好，但王小山的行动和目的不止于此。事实上，他正是通过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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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第一次引用微博信息时将给出微博的名称、域名和发布时间，再次引用时将只
注明发布时间。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条微博掀开了“斗牛行动”的序幕。在此后半年里，他以个人微博作为维权抗
争表演的主要平台，适时地创新抗争剧目，从而实现了有效的抗争动员。下面
就对“斗牛行动”的动员机制／策略和过程进行具体分析。

（一）通过孤立策略间接打击对手

这主要是指公布同蒙牛存在着某种利益关系的媒体名单，施展“隔山打牛”
的孤立策略。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王小山发布了一条“为蒙牛背书的媒体名单”
的微博，并“请网友补充”。１月９日，他根据网友反馈内容发布了如下的一条
微博：

为数年来不断生产问题奶（含三聚氰胺、黄曲霉素等有毒物质的牛奶）
蒙牛背书、发布广告媒体名单：京华时报、三秦都市报、光明日报、ＣＣＴＶ
（第一时间）、东莞时报、南方都市报（佛山版）、青岛晚报、半岛都市报、
新快报、齐鲁晚报……请网友补充，某将定期整理。（请尽量贴图，ａｔ我一
下，我慢慢收集。）（１０：４０）

显然，这条微博的直接斗争对象并非蒙牛，而是为蒙牛产品进行正面报道
或广告宣传的新闻媒体。值得注意的是，该条微博内容下面还附有２０１２年１月
５日广州《新快报》的头版图片，该图片下半页为蒙牛的大幅广告：“国家质检
总局全国液体奶专项调查：蒙牛产品合格”。事实上，上述广告在那段时间也频
繁出现在各地的重要媒体上，这显然是蒙牛为了重拾民众信心而进行的大规模
危机公关战的一部分。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王小山在其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蒙牛涉嫌发布

违法广告（附媒体截图）”的文章，该文开头有如下的一段“说明”：

一个人犯错一次是可以原谅的，同样的错误三番五次，则无法原谅。但
有些错误，犯一次就很致命，何况三番五次，尤其是涉及千百万人健康的企
业，说的就是蒙牛———它的食品安全问题，２００８年三聚氰胺事件以来，据＠
王思瞡统计，至少有八次之多。何况，它还发布涉嫌违法的广告。（见最下
截图）。（ｈｔｔｐ：／ ／ ｂｌｏｇ．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ｓ ／ ｂｌｏｇ＿５９４０５ｄ８６０１００ｘｓ２ｔ． ｈｔｍｌ，１１：３３）

从截图中发现，为“蒙牛产品合格”背书的媒体遍布全国各地，且大都是
有一定影响力的市场化类报纸，这也反映出一些媒体一味向“钱”看即向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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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或共谋的现实。可以推断，王小山公布背书媒体名单同如下两点直接相关：
一方面，蒙牛产品的市场营销需要各地媒体进行正面宣传；另一方面，如果媒
体为问题商家做正面宣传，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帮凶”。因此，当公布“帮凶”
名单时，网友的积极评论和媒体的跟踪报道会给“帮凶”媒体制造一定的舆论
压力，并会对其广告收入和社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总之，上述策略的本质是
先从蒙牛的媒体伙伴下手，为孤立和下一步的抵制蒙牛奠定了重要社会基础。

（二）数量逻辑与抗争能量的集聚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Ｄｏｎａｔｅｌｌａ ｄｅｌｌａ Ｐｏｒｔａ）等人曾将现代社会运动的抗
争策略归纳为数量（Ｎｕｍｂｅｒｓ）、损害（Ｄａｍａｇｅ）和见证（Ｗｉｔｎｅｓｓ）等三种逻辑
（ｄｅｌｌａ Ｐｏｒｔａ ＆ Ｄｉａｎｉ，２００６）。其中，数量逻辑的核心是尽可能增加抗争的参与
者人数，以达到人多势众、抗争能量集聚甚至是问题解决。如前所述，抗争剧
目的创新程度会直接影响抗争动员的绩效，因此，如果舞台上长时间连续上演
同一剧目，观众就会产生审美疲劳和厌倦感，严重影响表演效果，因而实现剧
目的适时创新就很重要。上述逻辑和策略在“斗牛行动”中有集中体现：

其一，开展“诗词接龙游戏”，通过趣味性剧目吸引围观者和壮大参与者人
群。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王小山发布了一条号召网友以“诗词接龙”形式抵制
蒙牛的微博：

诗词接龙咯，大家一起玩：一骑红尘妃子笑，再喝蒙牛会脑残。妆罢低
声问夫婿，再喝蒙牛会脑残。坑灰未冷山东乱，再喝蒙牛会脑残。却看妻
子愁何在，再喝蒙牛会脑残。两个黄鹂鸣翠柳，再喝蒙牛会脑残。……
（７：５９）

在该条微博中，诗词的后半句完全相同———“再喝蒙牛会脑残”，但前半句
却由网友自由创作。这种让“大家一起玩”的游戏在具有趣味性的同时也能吸
引围观网友参与。事实上，这类剧目通过２０１０年的“我爸是李刚”网络造句大
赛已被不少网友所熟悉，在“斗牛行动”中也存在类似的剧目即“诗词接龙游
戏”。在王小山的微博发出后，许多网友充分发挥想象力、积极参与到了接龙游
戏中去（网友＠王小山的相关微博有上百条）。

从性质上看，接龙游戏很难被视为一种全新的剧目；但从作用上看，接龙
游戏具有重要的剧目创新意义，因为它为网民提供了一种以娱乐消遣或情绪宣
泄为目的的在线狂欢式参与的机会，这种参与“其实是一种弱者的反抗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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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过感同身受的方式参与到网络公共事件中来，具有深刻的对抗特质”
（李红、董天策，２０１３：４９）。从发起者的角度看，只要网民参与了游戏，那么
就在客观上起到了抵制蒙牛的效果———因为“再喝蒙牛会脑残”或类似诗词在
新媒体平台得到了广泛传播，从而在公共舆论和社会声誉上打击了蒙牛。

其二，举办“蒙牛悲书法比赛”，通过书法这种特色鲜明的剧目增强动员效
果。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６日，王小山发布了一条主题为“蒙牛悲书法比赛”的微博：

＃蒙牛悲书法比赛＃规则：１ ． 写上＃蒙牛悲书法比赛＃栏目名，２ ． 至少
有“健康生活，远离蒙牛”八字和签名、日期，照片直接贴微博，多写不
限，３ ． 硬软笔均可，４ ．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中午１２时截止，５ ． ＠王小山
为惟一评委，６ ． 选出最花样百出者五名，每人奖励现金３００元（王小山出
资），７ ． 解释权归王小山。（１２：０１）

同接龙游戏相比较，书法比赛这一剧目在两个方面实现了创新：一是名称
使用了谐音（即故意将“蒙牛杯”写成“蒙牛悲”），这顺应了当前中国网络语
言的风格（如用“杯具”替代“悲剧”）；二是在保持比赛趣味性的同时，给获
胜者一定的物质奖励，这可以吸引、激励更多的网友参与比赛。该微博发布后，
虽然一些网友对王小山的行为动机表示怀疑甚至反对，但是更多的网友表示理
解和支持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如下：

＠ ｋａｖｉｎ１０１：＃品牌与营销＃ 【负公关】蒙牛究竟有多可恶？由此可见一
斑！当然，这个比赛恐怕也是首个因产品品质和商业伦理被消费者发起
“负公关”的品牌。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公关危机，蒙牛将如何应对？是置
若罔闻？还是坦诚以见？亦或象它一贯的蓄意欺骗国人阳奉阴违？它的反
应值得关注！（２０１２ － ３ － ２７ ０３：０８）

＠谓贤：为了人民的健康，请书法爱好者积极参与！ ／ ／ ＠慕容雪村： ／ ／
＠王小山：比赛进行中，参加人数太多，无法都转，请各位同学猛击＃蒙牛
悲书法比赛＃欣赏，谢谢。（２０１２ － ３ － ２８ ２２：４３）

可以看到，实名认证博主“＠ ｋａｖｉｎ１０１”发表了很专业的评论，认为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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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由消费者发起的“负公关”行动；同时，该微博得到了＠慕容雪村和＠谓贤
等网络“大Ｖ”的转发或评论，这无疑大大地增强了该条微博的传播范围与动
员效果。
４月２６日，王小山在其微博上宣布“＃蒙牛悲书法比赛＃圆满落幕”。５月２

日，他公布了比赛获奖名单，并对这次的书法比赛进行了总结：

＃蒙牛悲书法比赛＃从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６日始，至４月２６日止，历时一个
月，收到参赛作品２０００余，对网友的热情，本人深表感激。书法其次，参
与第一。牛奶厂商无良，质监部门无为，代言明星无脑，食品安全问题如
此不堪的今天，如果不是大家齐心合力，向不安全食品说“不”，等待我们
的将是可想而之的厄运。（１４：１４）

从上述两条微博可以发现两方面的重要信息：其一，此时的王小山已开始
从早期依靠抗争剧目进行情绪渲染和闹大动员，逐渐转向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成因与治理等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其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抗争互动后，王小
山充分认识到了“斗牛行动”任务的艰巨性特别是对手的强大———这直接涉及
到后文将要重点论述的遣散问题。

（三）对象转换与相似性归属

认同在抗争动员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麦克亚当等人（２００６：１８８）提出
过四个改变认同的机制，其中，对象转换（Ｏｂｊｅｃｔ Ｓｈｉｆｔ）“意味着提出要求者与
要求对象之间关系的改变”。蒂利和塔罗（２０１０：２６６）提出了相似性归属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的机制，它指的是“将另一政治行动者视为与自己同
属一个类别”———这两种机制通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认同的改变而直接影响
到抗争动员的效果。以此来审视“斗牛行动”，可以看到王小山上演许多抗争剧
目的目的正是要努力实现“对象转换”和“相似性归属”。
２０１２年３月６日，王小山发布了一条呼吁明星退出蒙牛赞助活动的微博：

＠高晓松＠陈升＠周笔畅＠尚雯婕＠杭盖乐队，ＡＴ蒙牛酸酸乳音乐
风云榜的所有入围乐手。有个事实提请注意：蒙牛自２００８年以来至少发生
三次食品安全事故，戕害国人。＠钟立风＠左小祖咒已经因此声明退出该
活动。（１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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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小山的呼吁下，黑楠、左小祖咒、宁财神、罗永浩、张元等多位名人
开始呼吁抵制蒙牛，左小祖咒、钟晓、钟立风等人声明退出“蒙牛酸酸乳音乐
风云榜年度盛典”活动。在看到呼吁效果明显的情况下，王小山再接再厉，于
１３日发微博追问到：“明星影响力巨大，该怎么善用这种影响力，哪位老师告
诉我？”该微博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明星的巨大影响力与其社会责任感如何有
效平衡？针对网友的评论和争议，王小山１４日、１９日分别发表了《对韩庚喊
话：放弃为蒙牛代言吧》和《就抵制蒙牛，回答韩庚粉丝部分问题》等两篇文
章进行回应。４月５日，他正式发布了一条“抵制蒙牛代言明星”的微博：

抵制蒙牛，与抵制蒙牛代言明星，一而二，二而一，一回事。没有明星
助纣为虐，蒙牛如何大行其道？明星滥用人们信任，为蒙牛背书，当该谴
责。其中，＠韩庚粉丝中青少年最多，从他规劝起并无不当。然韩庚遇邪
财而起意，闻呼唤则缩头，得利洋洋，见义缩缩，观之皮囊大好，惜其内
里腌脏，天厌之，天厌之。（１７：４６）

从效果上看，上述微博吸引了大量网友围观，其关键就在于明星的巨大影
响力和关注度。媒体人出身的王小山深谙此道，他将蒙牛的发展（“大行其
道”）与明星的代言（“助纣为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原本对“斗牛行
动”并不了解或感兴趣的人也加入到维权行动中。这其中的逻辑是：通过媒介
化策略将“斗牛行动”闹大，让代言明星感受到舆论压力，从而影响其行为选
择（如退出代言）。可以推断，王小山表演该剧目的深层次意图在于：通过不断
呼吁、促使代言明星与蒙牛切割，甚至能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号召粉丝参与斗牛。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后文详述），这种意图未能有效实现。概言之，王小山希
望通过对象转换和相似性归属的机制增强动员效果的努力遭遇到了一定的挫折。

（四）从居间联络、传播到协同行动

蒂利和塔罗（２０１０：３８ － ４０）曾揭示出抗争政治之不同场景与环境中最为
常见的三种机制：居间联络（Ｂｒｏｋｅｒａｇｅ）、传播（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和协同行动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其中，居间联络和传播为协同行动奠定了重要基础，协同
行动则会产生更多的结果，如新同盟的建立和向上规模转变（Ｕｐｗａｒｄ Ｓｃａｌｅ
Ｓｈｉｆｔ）。在“斗牛行动”中，王小山正是通过“蒙牛悲视频广告创意比赛”这一
剧目最终有效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协同行动。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他通过如下一条微博对比赛规则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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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悲视频广告创意比赛＃开始，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具体请看长微
博。奖品及奖金：比赛设一等奖一个，奖金５００元，并下图世界冠军＠叶
钊颖美眉提供的羽毛球拍一只；二等奖两个，奖金各５００元。以上奖金由
王小山个人提供。另：＃蒙牛悲书法比赛＃活动结果地址：ｈｔｔｐ：／ ／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
１４９７３９０４７０ ／ ｙｈｊ９Ｈ６４Ｈ６ ＠韩庚（１８：２７）

５月２２日，王小山发布了由其制作的题目为“健康生活远离蒙牛”的公益
广告视频。短短几日，该视频就在互联网上被疯狂转载了数十万次。虽然该视
频在网络上很快就被删除，但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王小山的呼吁下，该视频
最终从线上走向了线下：

５月２５日，该视频在深圳东门文化广场的广告屏幕上播放，但这引来
蒙牛的强力反击———向深圳市场监管局举报，视频很快被叫停。５月２８日，
昆明市多处繁华街区的ＬＥＤ广告屏幕上播放了以“全民参与向有毒食品宣
战我们期待一个晴朗的天空”为题的公益广告。该活动策划者马逸鉴坦言，
昆明行动是对“斗牛士”王小山进行响应。（温星，２０１２）

从事后来看，这种线上线下的协同行动在整个“斗牛行动”中都是罕见的，
这是因为：如果说之前的抗争表演都在线上进行的话，那么视频广告比赛有了
一个根本性突破，即表演舞台转换到了现实的公共场合中，实现了“向上规模
转变”———“抗争政治中最为重要的过程之一。它推动抗争超越其发源地，触
及一些新行动者的利益与价值观”（蒂利、塔罗，２０１０：１１８）。就“斗牛行动”
而言，向上规模转变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

一是积极的，它使得行动超越了其发源地（即互联网），扩大了行动的范围
和观众人数；二是消极的，它引来了抗争对手即蒙牛的强势回应，如深圳行动
中遭遇到蒙牛的举报和行动被叫停。蒙牛的回应对王小山而言可谓是一记重拳，
这也凸显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这场被网民称为‘斗牛’的活动是逾越法律边
界的‘过度维权’还是新媒体时代网民维护健康权的新方式” （张丽娜，
２０１２）？对于上述追问，似乎难有一个明确而有共识的答案。

五、抗争控制：“斗牛行动”是如何被遣散的？

由上可知，“斗牛行动”在动员上是相对成功的———它持续了大约半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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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基于微博等新媒体开展抗争表演、吸引了许多的直接参与者（包括线下的）
和围观者，这在近年来中国的消费者维权与互联网抗争行动中都是少见的，因
而具有标本意义。然而，动员的相对成功并不意味着行动最终的成功，一场抗
争行动能否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策略互动———其中
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抗争控制／遣散。在蒂利和塔罗（２０１０：１２０）看来，动
员与遣散是抗争政治中两个相互对应并关系密切的重要机制和过程：

纵观几十年来对社会运动所作的研究，我们对动员的条件和动力知之甚
多，对抗争行动者们如何被遣散的则知之甚少。他们是在提出要求后就散
去了吗，是出于满意还是出于幻灭感呢？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压制措施还是
通过拉拢手段而使之归于平静呢？

目前，本文已解释了“斗牛行动”在动员上为什么是相对有效的，但对这
场行动是如何被遣散的依然“知之甚少”，而这正是本节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２０１２年６月７日，王小山发微博称即将“逃亡归来”，并发布了一条重要

“声明”：

声明：《蒙牛，你赢了》暨＃蒙牛悲视频广告创意比赛＃结果，蒙牛，你
赢了。本人决定，不躲了。无赴内蒙计划，不会自杀……已经聘请＠斯伟
江＠哈儿浦志强律师两人为律师。顺便告知＠蒙牛乳业各位代言人＠韩庚
＠小Ｓ ＠郎朗＠丁俊晖＠稀土部队＠萧亚轩ＭＩＳＳＥＬＶＡ ＠蔡依林。详情请
看本人博客：ｈｔｔｐ：／ ｔ． ｃｎｚＯＦ４ＷＶｏ （１７：２３）

这条微博的转发量惊人，截止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１日达到了８５ ５９６次，评论量
也达到了２７ ４０３次。之所以“惊人”，显然同该条微博的丰富内容以及巨大的
解读空间直接相关：

声明：蒙牛，你赢了
５月３１日，听到有人要“跨省”将本人带到内蒙的消息后，急飞香港，

６月６日到了澳门。以前，“跑路”这两个字只在香港电影里出现，没想到
发生在我身上。

恐惧、焦虑、烦躁，还有哭笑不得，种种情绪交织着，搅拌着，每日不
得安生。不由叹息，其实心理承受能力远比自己想象中小，而且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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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７日以来，因为几天前的蒙牛“黄曲霉素”事件，本人

发起抵制蒙牛的活动，至今已近半年（打赌我坚持不了三个月的那位，你
输了，哈哈），所作所为，看到的都看到了，看不到就看不到，问心无愧地
说，在这件事上，我尽力了———

花费１００００元有余，办了几次网络活动，还促成了一个抵制蒙牛视频在
网络以外的地方播放。能力就这么大，期待能力更强的朋友继续。

。。。。。。
蒙牛，你赢了，随随便便就能吓破我的胆，轻轻松松就威胁到深圳朋友

公司的生存，而且可以说，我的抵制行动，对蒙牛的影响几乎是零。
中国食品安全现状，有你们的“贡献”———不，不，不，别客气，就

不要谦虚了。
你们赢就赢吧，不过本人决定：不躲了。
。。。。。。
就说这么多，谢谢。
王小山
２０１２年６月７日（１７：２３）

在该条微博中，王小山公布了视频广告创意比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详细
述说了自己半年来斗牛的过程和种种遭遇，并明确宣告“斗牛行动”告一段落。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究竟是哪些具体的机制（回应策略）导致了
“斗牛行动”最终被遣散？

（一）合法性确认———借助外部权威力量给自己背书

合法性确认（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指的是“某一外部权威发出信号，预备承认并
支持某一政治行动者的存在及其提出的要求”（蒂利、塔罗，２０１０：４３）。这一
概念被运用于多个领域，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通常指一些国家特别是大国对新
建立／独立国家的主权承认。在本文中，它被用来解释蒙牛为何要借助外部权威
力量即政府职能部门来给其产品质量背书———这本质上是一种有效的危机公关
策略和柔性遣散对手的机制。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发布了一条向广大消费者“郑重致歉”的微博：

"

郑重致歉
"

日前质检部门公布了液体乳抽检结果，蒙牛接受抽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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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个批次中２４个合格。蒙牛眉山工厂某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素超标。
该批产品未出库即被封存销毁，确保没有问题产品流向市场。目前在售的
蒙牛产品均为合格产品。我们向广大消费者郑重致歉！并将认真吸取教训，
引以为戒！详见蒙牛官网声明（ｈｔｔｐ：／ ／ ｅ．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 ｍｅｎｇｎｉｕ１９９９，２２：４０）

该条微博以及蒙牛官网的声明在说明“黄曲霉素超标事件”详情的同时，
还保证在售产品合格以及向消费者致歉。１２月３１日，＠蒙牛乳业再次发布微
博称：

国家质检总局３０日最新通报指出，自１２月２３日发布国家监督抽查结
果以来，各地质检机构对包括蒙牛等企业生产的液体乳进行了检测，未新
发现黄曲霉毒素Ｍ１超标问题。详情见质检总局公告：ｈｔｔｐ：／ ｔ． ｃｎＳｘｓｗｌＦ
（１０：２７）

对于蒙牛而言，发布该微博的目的在于向外界传达如下重要信息：“国家质
检总局全国液体奶专项调查：蒙牛产品合格”。由前文已知，蒙牛在发布该微博
时也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刊登了相同内容的广告，这是蒙牛为了重塑形象而打出
的危机公关组合拳的一部分。从抗争政治的角度看，该组合拳的本质是对王小
山等挑战者的公开回应，即希望借助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来消除公众的疑问、
遣散挑战者及其行动。本文认为，在这场危机公关战中，蒙牛充分地运用了
“合法性确认”的机制———“外部权威”即国家质检总局的情况通报起到了为蒙
牛的产品质量背书的作用。这种背书使得蒙牛敢于理直气壮地向消费者保证产
品质量合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蒙牛当时在舆论上相对被动和孤立无援
的处境。

然而，对于王小山而言，这种“合法性确认”使得“斗牛行动”面临更大
压力和被遣散的风险：政府职能部门已认可了蒙牛的产品合格，而王小山等人
依然要将“死磕”蒙牛的行动进行到底，这一方面凸显了王小山对蒙牛的绝望，
另一方面表明了其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在当前权力与资
本存在密切关系的背景下，蒙牛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创造大量的税收和就业岗位，
亲商的“地方发展型政府”自然不希望蒙牛由于少数人抵制而倒掉。换言之，
王小山等人以个体力量动员部分民众抵制“根深叶茂”的蒙牛，难度之大无异
于“蚍蜉撼大树”。这种难度在《蒙牛，你赢了》的声明中有清楚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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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争———通过辟谣等方式同对手争夺支持力量

竞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指的是“以彼此对立的方式去追求某些奖赏或结果”，
它“出现在来源不同的支持力量……之间，以及主要行动者及其支持者有各不
相同的目标”（蒂利、塔罗，２０１０：２６７、１２１）。在本文中，它指蒙牛通过公开
辟谣等方式去努力维护企业形象，改善它同传媒与公众的关系，以便同王小山
等对手争夺支持力量。在“黄曲霉素超标事件”发生后，蒙牛开展了大规模的
危机公关战，但公关战遭遇到了多重挑战，如蒙牛认为的“恶意传播行为”。
２０１２年４月３０日，＠蒙牛乳业发布了如下的微博：

近日一批微博账号将一条旧闻故意隐去年份月份作为新闻发布，恶意炒
作“蒙牛致癌”，致使广大消费者误认为蒙牛再次发生“黄曲霉素超标”，
对此恶意传播行为，我公司将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我们感谢
和欢迎公众的监督，但是对于别有用心的恶意行为，我公司将采取法律措
施维护自身权益。（１８：０７）

该条微博对流传甚广的“蒙牛致癌”消息进行了公开辟谣。由于是＠蒙牛
乳业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后首次回应食品安全问题，且开始从被动应付走向
了主动出击，因而备受网民关注（转发量为１４２７９次、评论量为１１５７次）。从
蒙牛的角度看，该举措可以起到消除公众误解、以正视听的作用，同时有利于
维护其对消费者负责的良好企业形象。
５月２４日，＠蒙牛乳业再次发布微博，继续同各种流传的“谣言”作

斗争：

＃谣言粉碎机＃ 【掺尿原奶不可能蒙混过关】１ ． 蒙牛全部采用集中机械
化挤奶，原奶直接从奶牛乳房经管道进入储藏设备，此过程全封闭无添加
异物可能。２ ． 蒙牛对原奶会进行滋气味品尝、近２０项理化指标和４０多项
安全指标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厂。３ ． 检测不合格的牛奶，蒙牛全部予以拒
收。感谢关注＠雾满拦江＠施力勤（１１：５３）

从表面上看，上述的危机公关策略同“斗牛行动”并无直接关联，但它们
在客观上有利于增加蒙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这是因为：一方面，许多网友并
不会像王小山那样“死磕”蒙牛，随着时间流逝和剧目创新性的下降，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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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牛的兴趣和支持度都在下降；另一方面，在强大的危机公关战之后，一些曾
支持王小山的网友对蒙牛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如从支持变为同情、中立或
无奈，甚至有个别网友给出了“再给蒙牛一次机会”的评论。概言之，竞争的
机制分化了“斗牛行动”的支持者，从而起到了某种程度的遣散作用。

（三）压制———运用软硬兼施的策略去遏制和消解抗争

在抗争政治研究中，压制———“某些权力当局采取行动，增加某政治行动
者提出要求的成本”（蒂利、塔罗，２０１０：２６６）———是国家回应抗争即抗争控
制的重要策略之一，它往往带有强制或暴力的意味。如前文所述，非国家力量
如企业可以是抗争控制的主体，这表明压制（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并非只属于国家这一
合法垄断暴力的主体。由此我们对压制概念进行如下的区分：狭义的通常同国
家、暴力是直接关联的，广义的则在主体（国家或非国家）和策略（暴力或非
暴力）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扩展。本文在剖析“斗牛行动”时是从广义概念出发
的：认为蒙牛是主要的“权力当局”，它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如迫使媒体
改变议程、动用资源删帖和销号、给抗争者制造精神和政治的巨大压力，最终
实现了对王小山等抗争者的遣散。

首先来分析蒙牛对大众传媒议程的影响。在当前中国，大众传媒在揭露食
品安全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它也面临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限制：

媒体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常常受到各种公关和打压，往往报道才刚刚开
头，就在各种压力下偃旗息鼓。当媒体的声音消失后，消费者无法得到足
够信息去判断；当地方行政权力充当大企业的保护伞时，消费者无力维权。
没有哪个民族的消费者会先天麻木（李铁，２０１２）。

显然，上述“限制”背后隐藏的是强大的资本之手与权力之手，蒙牛灵活
使用“各种公关和打压”的手段往往能迫使一些媒体改变报道议程、转移舆论
焦点，从而使得负面信息快速淡出公众视线———这对于将围观式参与和媒介动
员视为动力源泉的互联网抗争构成了重大打击，因而事实上起到了重要的遣散
作用。虽然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我们难以找到蒙牛“压制”其反对者的直接
证据，但许多媒体关于蒙牛在食品安全丑闻爆发后采取的多种策略的报道，却
间接有效地证明了“压制”行为的存在甚至是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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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１：王小山微博账号被删除事件。① ２０１２年５月８日，王小山的新浪微
博账户被删除，该消息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许多网民表达了不满情绪，认为
这同“斗牛行动”存在着直接关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声音来自于原《南方周
末》记者关军的一条微博：

王小山被新浪销号了，缅怀这个账号的最好方式，无疑是持续地谴责无
良企业。我整理了一份《见诸媒体的蒙牛劣迹》，请多多转发，多多补充。
我个人的影响力有限，不妨诸位一起来做一回＠王小山，销号者怕什么，
我们就成倍地奉还给他们。【继续账号＠王小山未竟事业】（关军，ｈｔｔｐ：／ ／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 ｄａｊｉａｏｙｉｎ，１３：１３）

由于涉及网络意见领袖被删号、蒙牛强力压制反对者等焦点议题，该条微
博的转发量高达２０１５７次。５月９日下午，王小山的微博得以恢复，但恢复的原
因不得而知。这次短暂的“删号事件”产生了两方面后果：一是蒙牛强力打击
抗争者和批评者的传言在网络上被更广泛传播开来；二是“看不见的手”对王
小山等抗争者发出了威慑信号，给他们制造了压力。从事后来看，上述行为显
然对“斗牛行动”的继续开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证据２：采取强悍的公关手段应对危机事件。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７日，有网友发
微博称自己在蒙牛冰激凌代加工企业“天辅乳业”的见闻———卫生状况之脏乱
差，令人触目惊心。１８日，＠蒙牛乳业回应称正在调查此事，几乎同时，蒙牛
所进行的线下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网帖被大量删除；爆料人表示涉事企
业人员已到其学校，爆料人被约谈，并表示“这件事不会多说了”。２０日凌晨，
蒙牛承认网帖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刘俊，２０１２；南都社论，２０１２）。在此次
“代工门”事件发生后，许多媒体发表了批评蒙牛的文章，其中以《南方都市
报》的社论（南都社论，２０１２）最具有代表性：

一边是“感谢网友爆料”，一边却是网友不敢再发言。丑闻被意外曝
出，与网络传播在拼速度的，是涉事企业的强悍公关能力。揭黑网帖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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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里·金等人的研究表明，单纯批评政府并不一定会被删帖，而涉及鼓励或有可能
诱发集体行动的内容则更有可能被删除，参见（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基于此观点来审视“王
小山微博账号被删除事件”，我们认为该事件的内在逻辑可能是：王小山在互联网上持续开
展“斗牛行动”甚至将行动延伸到了现实生活中，如果不及时进行有效控制，那么就可能诱
发更多的专门针对蒙牛的集体抗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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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删，爆料当事人遭遇封口，而这已不是公众第一次见识蒙牛的威力。

由此发现了如下两点重要信息：其一， 《蒙牛，你赢了》声明中的内容如
“随随便便就能吓破我的胆”等在某种程度得到了证实；其二，在长期的危机公
关实践中，蒙牛形成了一套软硬兼施的企业维稳模式（相对于政府维稳模式而
言）。因此，尽管王小山是网络意见领袖、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动员能力，
但在蒙牛的强势维稳面前，“斗牛行动”难以遏止颓势。这种强势与颓势的对比
在６月７日＠蒙牛乳业的一条微博中有集中体现：

王小山先生，您新发的一条微博一定让关心您的众多网友很担心，但希
望您知道，我们同样很担心。最近一段时间，您一直在批评蒙牛，但蒙牛
不会对您作出任何超出法律的行为。在祝福您平安的人中，蒙牛绝对是真
诚的一个！（２３：０６）

显然，蒙牛这次是以“胜利者”姿态发布微博的，该条微博备受网友关注
（转发量达１９７６７次），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王小山积极斗牛，却接连遭遇
“删号”“跨省”威胁以至于行动失败等打击，网友通过转发和评论对其报以同
情、并对蒙牛表达愤怒；另一方面，在６月７日之前，蒙牛几乎从不正面回应
王小山，但之后却迅速“真诚”地宣称“祝您平安”，这种态度大转变的关键
是因为它已成功遣散了“斗牛行动”。综上，蒙牛综合运用多种遣散的机制／策
略使得一场历时半年的互联网消费者维权行动以失败而告终。

六、基本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和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抗争行动在中国呈现出高发
频发的态势，并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通过对“斗牛行动”的深描，本文已揭示出了当前中国互联网抗争的某些特点
和发展趋势，但基于个案研究得出的判断和结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而很有
必要在上述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进行更全面深入的讨论、并将它们作为今后拓
展性研究的重要议题和内容。

第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抗争行动都是基于互联网而进行的，互联网在
中国确实已成为一些实体组织的替代物和最有效的维权抗争工具之一。如前所
述，互联网在中国的许多抗争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同西方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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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就更加明显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前中国的利益表达渠道依然有限、
单一且并不够制度化（Ｃａｉ，２００４）。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就日益成为民众进
行利益表达、抗争动员和网络结社的最有效工具之一。目前，这种趋势在各类
群体性事件中都有日益明显的体现。因此，如何更加科学理性地认识互联网抗
争的新趋势，以及互联网抗争对中国“民主发展”抑或“威权巩固”（Ｔａｒｒｏｗ，
２００８：８）的实际影响，就应成为当前密切关注与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第二，从本质上看，当前中国的许多互联网抗争行动就是一场在线的或者
线上与线下互动的抗争表演活动的总和。许多抗争行动能实现有效动员，正是
由于抗争者对互联网的充分使用，如以其为舞台开展多样化的抗争表演活动。
本文研究表明，互联网抗争表演的关键在于核心抗争者对抗争剧目的选择和剧
目的形式多样与适时创新———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吸引网民围观和媒体注意力，
实现抗争议题的焦点化、媒介化甚至政治化，这样就更有利于国家等主体做出
回应如具体问题解决、公共政策调整甚至是制度变迁。当然，上述“表演—动
员—回应”模式是理想型的，现实情况更加复杂，“回应”不仅包含“问题解
决”等内容，抗争控制／遣散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应成为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一
个重要新领域。概言之，在研究抗争动员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抗争控制／遣散
的问题，并通过将动员与遣散联系在一起的“互动性的方法” （蒂利、塔罗，
２０１０：８６）去全面揭示国家等主体回应抗争的多元策略与逻辑，从而更有效地
推动中国抗争政治与社会运动研究的深化发展。

第三，如果说动员属于“社会中心论”，那么遣散则具有鲜明的“国家中心
论”特征，因为后者更多地强调国家等主体对抗争行动的回应。本文聚焦于动
员与遣散之间此消彼长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是抗争者王小山与抗争控制主体
蒙牛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本文表明，遣散的本质是去组织化和去动员化，即
国家等主体（可将文中蒙牛及其背后的政府因素统称为“企业与政府连接
体”①）通过软硬兼施的策略／机制使得个体动员甚至是群体性抗争最终都“归
于平静”。虽然本文已从合法性确认、竞争和压制等机制的角度解释了“斗牛行
动”为何会被遣散，但遣散的机制是多样化的（不止上述三种），选择何种机制
的动因也是复杂的。因此，要想全面准确地把握国家等主体回应抗争的策略／机
制，对抗争动员特别是抗争者的特质和类型、“大舞台”和“小舞台”等重要
的结构性因素以及中国“维稳政治”（肖唐镖，２０１５）的特点和逻辑等进行深
入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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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说法来自于本文的匿名评审专家，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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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核心行动者如网络意见领袖在抗争行动中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网络意见领袖（所谓“大Ｖ”）日益成为影响中国互联网抗争的一个关
键性因素，它们发挥着信息传播、议程设置、情绪感染、认同构建、居间联络
和协同行动等多方面作用。在本文中，“斗牛行动”在动员上的相对成功同王小
山的网络意见领袖身份直接相关，这种身份———同弱势群体更多地依靠身体、
悲情甚至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他可以更有效地实现
“个人的自我动员、集体行动的内部动员以及对外部资源的动员” （韩志明，
２０１２：５９），进而实现抗争动员效果和影响的最大化。同时，网络意见领袖对抗
争行动的风险认知及其控制策略会直接影响到行动的成败———“斗牛行动”被
迅速遣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视频广告比赛中，王小山将抗争表演从线上
引入到了线下，此时的抗争就从“有节制的抗争”转变成了“逾越界限的抗
争”（蒂利、塔罗，２０１０：７６ － ７７）。显然，蒙牛难以容忍这种越界的抗争，因
为如果不尽快进行遣散，那么这种抗争就可能在许多城市开花结果、一发而不
可收拾。因此，核心行动者如何把握抗争行动的边界、有效控制甚至主动化解
行动的风险———它与动员的策略同等重要———值得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五，同常见的底层抗争等“冲突性运动”不同，“斗牛行动”是由王小山
基于公民维权意识和公共精神而发起的一场“共意性运动” （麦卡锡、沃尔夫
森，２００２：３１４ － ３１５）。一般地，共意性运动并不以国家为直接的抗争对象，其
诉求在于具体利益或权利的维护，甚至是某种价值理念（如环保）的提倡，并
不会对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因而具有参与运动风险小、群众基
础比较广泛和容易进行媒介动员等优势。由此观之，“斗牛行动”理应取得很大
成效甚至最终成功，然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这种结局同近年来中国消费者
维权行动面临的双重约束条件息息相关：一是强势的资本力量。在本文案例中，
蒙牛可以有效动员各种资源（包括权力资源）进行危机公关和企业维稳，最终
实现遣散抗争行动的目标。二是缺位的国家力量。“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中，
国家既是作为一种行为主体来介入，也通过制度组织来施加影响” （林晓珊，
２０１２：６０）。然而，在本文案例中，我们却看不清楚国家力量究竟在消费者维权
上有哪些积极作为，反而看到的是如下的维权困境：一方面，威权国家的性质
决定了它不愿意通过积极培育自治的公民组织去抵御强势资本力量的侵害；另
一方面，受害的消费者在依法维权时困难重重，有时还会因为“得罪了肇事企
业和地方当局，而受到各种刁难和压制”（李铁，２０１２）。概言之，当前的消费
者维权行动实际上涉及到如何有效“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杨继绳，２００９：
１２）这一转型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显然，该问题在本文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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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体回答，因而就需另文研究了。
最后，应全面客观评价互联网的社会政治作用，不应过分地夸大它，更不

能过于乐观地认为它将成为推动中国制度转型的关键性力量。当前，在中国互
联网社会崛起的进程中，陆续出现了互联网公共舆论能促使政府更有责任心
（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１０）、互联网改变中国和围观改变中国等颇有影响的声音。本文认
为，它们可能高估了互联网的政治社会作用，这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抗争受到
市场（资本）、社会（公民）特别是国家（政府）因素———如威权体制下利益
表达机制不畅、“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和“政治信息闭塞” （赵鼎新，２０１２：
２７２）等———的深刻影响。而且，互联网抗争具有民主与维稳的“双刃剑”效应
已得到了某种证实（Ｚｈｏｕ，２００６：５ － ９；安替，２０１３）。在此背景下，切实提高
应对互联网抗争的能力就成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当务之急———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将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一个重点，这一方面需要增
强政治体系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能力与吸
纳能力，而这些又都同以公民参与、协商对话和合作治理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化
建设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效的民主化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就在某种程
度上共同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互联网抗争的基本形态和今后走向。

综上，本文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深化对中国互联网抗争的机遇与限制、以
及互联网社会中的抗争政治的性质与影响等问题的理解。目前，互联网抗争在
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它会随着信息科技进步、抗争者能力提高和政治机
会结构开放等而不断发展、甚至形成一种相对成熟的维权抗争模式，因而其动
态就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此外，本文研究的是行动最后失败的个案，后
续研究应关注一些成功案例并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出中
国互联网抗争的全貌、复杂性以及抗争成败背后的不同机制与逻辑。

参考文献
安替（２０１３）． 革命的推特、维稳的微博． 阳光时务周刊，（总）４３：３３ － ３４．
曹龙虎（２０１３）． 网络空间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网络治理中的“专项整治行动”研究． 二十一

世纪，（总）１３７：９５ － １０５．
查德威克（２０１０）．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 任孟山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陈柏奇、洪敬富（２０１２）． 茉莉花革命浪潮下对当前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再检视———网路政

治中的公民维权与党国维权双重分析视角． 台湾民主季刊，１：１９５ － ２４４．
德拉波尔塔（２０１２）． 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 王涛、江

远山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丁汉青、李华（２０１０）． 网络空间内意见领袖在消费者维权活动中的作用———以惠普“质量门”

７２１

互联网使用、抗争表演与消费者维权行动的新图景◆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事件为例． 新闻大学，３：１２８ － １３７．
蒂利（２００９）． 社会运动：１７６８—２００４． 胡位钧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蒂利（２０１２）． 政权与斗争剧目． 胡位钧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蒂利、塔罗（２０１０）． 抗争政治． 李义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董海军（２００８）． “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 社会，４：３４ － ５８．
杨?、冯强（２０１３）． 微博研究回顾：主题、理论与方法———对６份ＣＳＳＣＩ新闻传播类期刊相

关文献的定量分析（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广东社会科学，４：２１０ － ２１６．
冯仕政（２０１３）．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恩新（２００９）． 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构建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公共

管理学报，４：９６ － １０４．
管兵（２０１２）． 中国网民的利益表达和抗争机制． 载肖滨主编《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２０１２）》．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郭小安（２０１３）． 网络抗争中谣言的情感动员：策略与剧目． 国际新闻界，１２：５６ － ６９．
韩志明（２０１２）． 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 公共管

理学报，２：５２ － ６６．
胡泳（２０１０）．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 新闻学研究，（总）１０３：２６１ － ２８７．
黄冬娅（２０１１）． 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 社会学研

究，２：２１７ － ２４２ ．
黄荣贵、桂勇（２００９）． 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 社会学

研究，５：２９ － ５６ ．
黄荣贵（２０１０）． 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社会，２：１７８ － １９７．
黄荣贵、桂勇、孙小逸（２０１４）． 微博空间组织间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制———以环保ＮＧＯ为

例． 社会，３：３７ － ６０．
黄振辉（２０１１）． 表演式抗争：景观、挑战与发生机理———基于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 开

放时代，２：７１ － ８４．
华媒网（２０１２）． 王小山微博掀“斗牛行动”死磕蒙牛．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ｃｃｖｉｃ． ｃｏｍ ／ ｇｕｏｎｅｉｘｗ ／ ｇｕｏｎｅｉ ／ ２０１２ ／
０４２５ ／ １９２３７０． ｓｈｔｍｌ． 或见苏州都市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ｚｄｕｓｈｉ． ｃｏｍ． ｃｎ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０５ ／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３． ｓｈｔｍｌ

洪伟喜（２０１１）． 新媒体助“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美国７０城市被“占领”． 联合早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ｚ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 ／ ｆｉｎｃｒｉｓｉｓ ／ 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１１０１０ － １２０７５６．

李铁（２０１２）． 谁给了食品安全“惯犯”可乘之机． 南方周末，６月２１日．
李红、董天策（２０１３）． 试论网络公共事件中表达主体的修辞意图． 学术研究，７：４６ － ５１．
李永刚（２００９）． 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晓珊（２０１２）． 消费维权运动中的市场、国家与消费者组织：消费公民权的一个分析框架．

学术研究，７：５６ － ６３．
刘春荣（２０１２）． 社会运动的政治逻辑：一个文献检讨． 载陈周旺、刘春荣主编《集体行动的

８２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中国逻辑》（《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俊（２０１２）． 蒙牛回应冰淇淋“代工门”承认环境管理存在违规． 广州日报，６月２１日．
刘能（２００４）． 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

分析． 开放时代，４：５７ － ７０．
娄成武、刘力锐（２０１０）． 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 政治学研究，２：７４ － ８６．
吕德文（２０１２）． 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 社会，３：１２９ － １７０．
麦卡锡、沃尔夫森（２００２）． 共意性运动、冲突性运动及其对社会基础设施的占用． 载莫里

斯、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 刘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麦克亚当、塔罗、蒂利（２００６）． 斗争的动力． 李义中、屈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苗连营、李永超（２００９）． 公民维权之运动模式的宪法学分析． 浙江学刊，６：１３０ － １３７．
苗伟山（２０１４）． 中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基于媒体多元互动的分析路径．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７：４９ － ６４．

闵大洪、刘瑞生（２０１５）． 香港“占中”事件中的新媒体运用及思考． 新闻记者，１：６５ － ７３．
莫里斯、缪勒主编（２００２）． 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 刘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南都社论（２０１２）． 蒙牛再爆丑闻，重塑消费信心剑指何处． 南方都市报，６月２１日．
裴宜理（２００６）． 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 阎小骏译．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４：３ － １２．
卜玉梅（２０１２）． 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 社会学研究，６：２１７ － ２３６．
任孟山（２０１１）． 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当代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一个分析

框架及案例考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６：９６ － １００．
人民网（２０１４）． 打击网络谣言，共守“七条底线”． 网址：ｈｔｔｐ：／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３６８０２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施芸卿（２０１３）． 自我边界的“选择性固化”：公民运动与转型期国家—个人关系的重塑． 社
会学研究，２：１２５ － １５１．

师曾志、胡泳（２０１４）． 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滕彪（２０１３）． 维权、微博与围观：维权运动的线上与线下． 台湾人权学刊，１：４３ － ６９．
魏伟（２０１４）． 街头·行为·艺术：性别权利倡导和抗争行动形式库的创新． 社会，２：
９４ － １１７．

王金红、黄振辉（２０１２）． 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
重点的实证分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１５２ － １６４．

汪建华（２０１１）． 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 开放时代，１１：１１４ － １２８．
温星（２０１２）． 王小山“斗牛”中国食品反毒之微博试验． 春城晚报，６月４日．
肖唐镖（２０１５）． 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

学海，１：１３８ － １５２．
徐达内（２０１２）． 媒体札记：王小山和蒙牛的战争． ＦＴ中文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４５１６７．

９２１

互联网使用、抗争表演与消费者维权行动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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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斌（２００９）． 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 传播与社会学刊，（总）９：３９ － ６６．
杨国斌（２０１３）． 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继绳（２００９）．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中国改革，１：１０ － １２．
杨秋波（２０１２）． 蒙牛回应冰淇淋脏乱差“代工门”． 财新网：ｈｔｔｐ：／ ／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ｉｘｉ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２１ ／ １００４０３０２０． ｈｔｍｌ．

易前良、孙淑萍（２０１３）． 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以“南京梧桐树事件”为例． 新闻与传
播研究，５：７７ － ８３．

应星（２００７）．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研究，
２：１ － ２３．

应星（２０１２）． 中国的群体性抗争行动． 二十一世纪，（总）１３４：１７ － ２５．
喻国明、欧亚、张伯明、王斌（２０１１）． 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

性应用．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于建嵘（２０１３）． 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的困境与破解路径———以２０１２年重大群体性事件为例．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４：１ － ８．
臧雷振、劳昕、孟天广（２０１３）． 互联网使用与政治行为———研究观点、分析路径及中国实

证． 政治学研究，２：６０ － ７５．
曾繁旭、黄广生（２０１２）． 网络意见领袖社区的构成、联动及其政策影响：以微博为例． 开放

时代，４：１１５ － １３１．
曾繁旭、黄广生、刘黎明（２０１３）． 运动企业家的虚拟组织：互联网与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新

模式． 开放时代，３：１６９ － １８７．
曾繁旭、钟智锦、刘黎明（２０１４）． 中国网络事件的行动剧目———基于１０年数据的分析． 新

闻记者，８：７１ － ７８．
张焕平、高旭（２０１２）． 近四年蒙牛被曝光的９起负面事件． 财新网：ｈｔｔｐ：／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ａｉｘｉ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８ － ２４ ／ １００３４３１７１． ｈｔｍｌ．

张丽娜（２０１２）． 网友“斗牛”为哪般？． 新华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ｍｇ．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ｘｗｚｘ２０１２ －
０５ ／ ３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３２８９１５． ｈｔｍ．

赵鼎新（２０１２）．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郑雯（２０１５）． 媒介化抗争：变迁、机理与挑战． 北京：华夏出版社．
ＣＮＮＩＣ （２０１４）． 第３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 ｎｅｔ． 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ｗｘｚｂｇ ／ ｈｌｗｔｊｂｇ ／ ２０１４０７ ／ ｔ２０１４０７２１＿４７４３７． ｈｔｍ．

ＣＮＮＩＣ （２０１５）． 第３５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 ｎｅｔ． ｃｎｇｙｗｍｘｗｚｘｒｄｘｗ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５０２ ／ ｔ２０１５０２０３＿５１６３１． ｈｔｍ．

Ｂｅｎｎｅｔｔ，Ｗ． Ｌ． ＆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Ａ．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５（５）：７３９ － ７６８．

Ｂｒｏｂｅｃｋ，Ｓ． Ｅｄ． （１９９７）．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Ｃａｌｉｆ． ：ＡＢＣ －
ＣＬＩＯ Ｌｔｄ．

０３１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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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ｉ，Ｙ． （２００４）．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４２５ － ４５１．
Ｃａｉ，Ｙ． （２００８）．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３：２４ － ４２．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Ｍ． （２００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Ｍ． （２０１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Ｏｕｔ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ｏｐｅ：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 Ｍ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 Ａ． （２００７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４（３）：２８３ － ３０１．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Ａ． ＆ Ｈｏｗａｒｄ，Ｐ． Ｅｄｓ． （２００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ｄｅｌｌａ Ｐｏｒｔａ，Ｄ． ＆ Ｒｅｉｔｅｒ，Ｈ． Ｅｄｓ． （１９９８）．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ｓｔ：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ａｓ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ｄｅｌｌａ Ｐｏｒｔａ，Ｄ． ＆ Ｄｉａｎｉ，Ｍ． （２００６）．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
Ｏｘｆｏｒｄ，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Ｄｉａｍｏｎｄ，Ｌ． （２０１０）．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２１（３）：６９ － ８３．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Ｐ． ，Ｈａｒｇｉｔｔａｉ，Ｅ． ，Ｎｅｕｍａｎ，Ｗ． Ｒ．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Ｊ． （２００１）．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７（１）：３０７ － ３３６．
Ｅａｒｌ，Ｊ． （２００６）．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１）：
１２９ － １４３．

Ｅａｒｌ，Ｊ． ＆ Ｋｉｍｐｏｒｔ，Ｋ． （２０１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Ｊ． Ｃ． （２００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６２（４）：７００ － ７１４．

Ｆｒａｎｔｚ，Ｅ． ＆ Ｋｅｎｄａｌｌ － Ｔａｙｌｏｒ，Ａ． （２０１４）． Ａ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 Ｔｏｏｌｋｉ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ｏｗ Ｃｏ － ｏ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１（３）：３３２ － ３４６．

Ｆｕ，Ｋ． ， Ｃｈａｎ，Ｃ． ＆ Ｃｈａｕ， Ｍ． （２０１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Ｎａｍ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１７（３）：４２ － ５０．

Ｇａｒｒｅｔｔ，Ｒ． （２００６）．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ＩＣ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９（２）：２０２ － ２２４．

Ｈａｓｓｉｄ，Ｏ．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 － ｂｌｏｇ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Ｎｅｗ ｏｒ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ｈｔｔｐ：／ ／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２１０６４５９．

Ｈｉｎｅ，Ｃ． （２０００）．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ｏｎｄｏｎ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Ｏａｋｓ ／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ａｇｅ．
Ｈｏｗａｒｄ，Ｐ． ＆ Ｈｕｓｓａｉｎ，Ｍ． （２０１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 Ｆｏｕｒｔｈ Ｗａｖ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ｉｎｇ，Ｇ． Ｐａｎ，Ｊ．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Ｍ． Ｅ． （２０１３）． Ｈｏｗ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ｌｏｗ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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